
 

经济实验如何才会更有效
——兼对杜宁华先生批判的回应之一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针对有关“强分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的指责，文章指出“主流”和“非主流”在当前

经济学界的客观存在，主流经济学体现了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常规范式。这种常规范式也影响了经济实

验，并产生了实验经济学的主流取向，它倾向于将数学逻辑与经济实验相结合而构建类似“双盲”的简

单情境。不过，“双盲”实验由于构造与经济人相适应的社会情境而“验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这具有很

强的同义反复性，从而并不符合科学的要求。同时，针对“‘双盲设计’是为了实现内部有效性”的辩词，

文章指出，经济理论优劣和进步主要决定于它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又以理论的内部有效性为基石，不

过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根本上体现为行为逻辑的真实性而非形式逻辑的一致性。但是，主流实验经

济学严格条件控制的“双盲”实验所实现的内部有效性恰恰只是体现为形式逻辑一致性，而非主流行为

经济学放松条件控制的实验却发展众多有背主流经济学的行为效应，这些效应的萃取和综合就可以形

成更为完善的认知体系。通过这两方面的逻辑考辨，我们可以更加清楚，为了促使经济实验更加有效，

情境设置就应该逐渐具体化和现实化，而不是固守“双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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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博弈论专家的行为实验何以印证主流经济学——实验条件的控制与实验结果的差异性》

一文指出，实验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并已经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行为

假设和理论推断构成了重大挑战；不过，依然有一些行为实验结果似乎恰恰印证了“经济人”的

行为逻辑，这也成为很多经济学人极力维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依据。那么，相类似的博弈

实验为何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呢？这就涉及行为实验的控制条件，实验条件的设置不同往往

会导向不同的实验结果。很大程度上，博弈论专家所得出的实验结果之所以会印证现代主流经

济学的思维逻辑和相关理论，也正是由于它们构建了类似“经济人”的双盲设置。同时，博弈论

专家之所以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并热衷于双盲试验，则主要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研究对象有关，

他们偏好于检测受试者在给定博弈情境下的行为逻辑，甚至对干扰实验结果的影响因素感到

不安。问题是，这种实验条件设置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情形相差巨大。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实

验来探索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机理，就需要且可以改变实验条件，如博弈的矩阵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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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结构、受试者特性以及动态特性等，从而使得实验的博弈情境尽可能地接近现实环境，这

是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
①

然而，杜宁华先生对此提出了商榷，并把它视为对实验设计方法的误读。其理由是，实验的

价值恰恰就在于它有别于现实：与现实环境相比，实验环境的优势是对无关因素的“控制”，从

而保证研究结论的内部有效性；只有在内部有效性得到验证之后，再通过其他实证手段逐步验

证市场机制的外部有效性。从理论到实验室实验，再到实地实验，最后进行社会推广并通过“事

前事后分析”等观察性实证方法，最终评价市场设计的效果，是市场设计的理想实践路径。进

而，杜宁华还认为，对经济实验中“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分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将“双盲”实

验视为对主流经济学的“迎合”更是对实验设计方法的误读。
②

果真如此吗？杜宁华认为，“双盲”

实验有助于使实验结果更接近理论预测。问题在于，以一个理论置于它所依赖的情境下来检

验，这是一种自我检验吗？

很大程度上，要认识杜宁华的文章与笔者在对实验经济学性质和要求上的理解差异，就涉

及一系列哲学思维上的深层理解，诸如包括：  经济学究竟要研究什么？如何评估经济学科的合

理性？如何促进经济学的理论进步？经济学的内部有效性与自然科学存在何种差异？实验经济

如何体现实质性的内部有效性？等等。为了更好地认识经济实验的要求和发展，本文基于思辨

逻辑对上述诸问题作一逐层剖析；尤其是，作为对杜宁华批判的回应，本文集中对如何理解实

验经济学中的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以及“双盲”实验所构建的有效性为何恰恰“迎合”主流经济

学的要求作一解析。在写作过程中，本文首先就经济学中“主流”与“非主流”之争及其促进经济

学范式的发展作一界定和阐述，进而由此来引入对现代经济学以及经济实验的科学性分析；尤

其是，通过集中考察和辨析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和外部有效，来探讨如何通过优化实验来促进

经济理论进步。

二、  如何看待经济学中的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杜宁华先生对《博弈论专家的行为实验何以印证主流经济学》一文对实验经济学中主流和

非主流的界分提出了批判，认为这是一种“强分”的做法，而“无法概括实验经济学的研究现

状”。但实际上，在当今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主流”和“非主流”之分。所谓“主流”，也

就是大多数人使用的分析范式和理论原理，体现出加尔布雷斯意义上的传统智慧；相应地，在

经济实验中，“主流”也就体现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院校教师在做行为实验时所采取

的基本方式和典型程序。按照库恩的说法，任何时代的科学研究都在一种常规范式下进行，这

种常规范式也就是流行而通用的范例；进而，正是由于使用了共同的范式，大量的学者就聚集

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团体，这也就是科学共同体。这意味着，任何时代出现的一种常规做法就构

成了主流范式，这在现代经济学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同时，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往往具有累积性和连续性，而正统的科学范式却往往滞后

于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因而科学范式的转换往往就呈现出跳跃性和革命性的特点。一般地，

当科学范式出现转换前后，科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和基本框架都会发生实质性变动。例如，古典

经济学集中研究的是组织，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以及制度改进之类的宏观

问题，并采取平均主义和权力结构的分析方法；但是，边际革命将研究对象导向了个人，集中
 

① 朱富强：《博弈论专家的行为实验何以印证主流经济学?——实验条件的控制与实验结果的差异性》，《上海财经大学学

报》2016年第3期。

　　② 杜宁华：《经济学实验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与朱富强先生商榷》，《学术月刊》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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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交换和消费等市场经济行为，并采取边际主义和原子主义的分析方法。
①

那么，如何从科

学进步的连续性通达科学范式的跳跃性呢？实际上，这就体现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量变

本身就意味着其他分析范式的存在，这些分析范式相对于占支配地位的科学范式就属于非主

流。进而，正是这些少数学者对日益滞后于现实的通行分析框架和科学范式进行反思、批判和

否定，最终就实现对主流常规范式的取代，从而促成科学范式的革命和转换。这也就意味着，

主流和非主流学术往往并存和互动，这在经济学说史中也看得非常清楚。

由此，我们可以给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下一个通俗性定义：通常是指为一群具有极高声望的

经济学家所使用并进入顶级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那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思维。很大程度上，

由于这些经济学泰斗和顶级大学的巨大学术影响力，他们所运用的分析思维、研究范式以及相

关理论原理就为其他经济学人或次级大学所接受和仿效，由此形成了学术界的多数；进而，这

种多数不仅体现在研究者人数和刊物上，而且也体现在受到资助的资金额和被授予的奖项数

上。基于这一通俗定义可以确定，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了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范式，因为它的研

究思维和理论原理在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并在更高级的著作中被扩展

和细化，进而这种细化和扩展的论文还构成了所谓的“前沿”研究。此外，新古典经济学教材对

经济学人的学术影响，不仅来自那些基本理论和原理，更在于教材中所列的那些练习题，学子

们往往需要使用相同的逻辑和技巧来解答貌似不同的问题，从而在问题的解答中学会运用“正

确”的相似性来从事研究，而在找到这种相似性和类比性后就只剩下演算的困难。

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和原理也深深地影响了数理专业出身并在经济学院系（或者相

近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任教的实验经济学家，他们不仅自觉地接受流行的基本思维和分析范

式，而且也在教学中向学生传授这种思维和范式。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思维和认识还深深地

影响了新一代从事行为实验的经济学人，相关论文也大量发表在经济学专业刊物上，从而也就

构成了当前经济实验中的主流取向。与此不同，那些从事行为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大多没有接

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训练，甚至大多也不在经济学院系任教，这一方面有助于摆脱主流范

式的束缚，另一方面则对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影响甚微，从而也就构成了当前经济实验中的非主

流 取 向 。 例 如 ， 行 为 经 济 学 家 如 卡 尼 曼 （D.Kahneman） 、 特 沃 斯 基 （A.Tversky） 、 亨 里 希

（J.Henrich）、拉克林（H.Rachlin）、斯洛维克（P.Slovic）等人都出身于心理学，也都不是经济学教

授，而是心理学教授或者公共事务教授，从而受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影响不大；实验经济学

家 如 弗 农 •史 密 斯 （V.Smith） 、 查 尔 斯 •普 洛 特 （C.Plot t） 、 阿 尔 文 •罗 思 （A.Roth） 、 泽 尔 腾

（R.Selten）、宾默尔（K.Binmore）、西勒弗（A.Shleifer）、马修•拉宾（M.Rabin）等人都是数理专业出身，

也都是经济学教授，不仅接受主流经济学的范式，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经济学子的实验取向。

就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Thaler）而言，尽管也是经济学教授，却是

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出身，并致力于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从而长期不为经济学界所接纳。实

际上，塞勒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一位经济学博士生时就基于对周边日常现象的观察而怀疑正

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结果却被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美国一流大学中

视作异类，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他那种没有数学的文章漠然视之，同在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莫顿•米勒（M.Miller）甚至拒绝和他交谈，他的研究生论文导师舍温•罗森（S.Rosen）

甚至说对其研究已经不抱期望。萨勒的研究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和认可是后来与当时已经成

名的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生联系和交流之后，他不仅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系统性偏

离理性行为假设的“心理学”研究引入经济学，而且将自己的发现嵌入到理论体系中，进而开创
 

① 朱富强：《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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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行为经济学。其他的行为经济学家如费尔（E.Fehr）、凯莫勒（C.F.Camerer）和席勒（R.Shiller）等

人
①

，尽管他们都是经济学教授，他们的文章也拥有极高的引用率，但他们往往都只是在商学

院或者挂靠经济学单位的实验中心工作，其理论也很少被纳入主流经济学教材之中，依然属于

“叫好不叫座”的现象。主流经济学人甚至讽刺说，玩不转数学的人才会去搞心理学和经济学结

合的行为经济学。

相反，实验经济学家大多倾向于将抽象的数学逻辑与经济实验结合起来，致力于构建简单

的实验情境。譬如，针对经济实验过于简单和特殊的质疑，普洛特辩护说，只要经济学实验中

提供真实的激励，使博弈方能够采取真实的行动，实验的数据就和实际发生的市场现象一样的

可信；相反，在简单和特殊的实验中都经不起检验的模型，根本不可能运用于复杂的经济系

统，也根本难以具备一般性。同样，弗农•史密斯也认为，实验经济学能够把可控制的实验过程

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为检验现有的经济理论提供科学的证据。问题是，我们并不能

由此说，由于这些模型在简单和特殊的实验中经得起了检验，从而也就一定符合更为一般性的

社会现实，而人们更为关注的并且也更为重要的是恰恰印证社会现象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经

济理论。在这里，普洛特又接受了弗里德曼的“似乎”（as if）假说：即使博弈当事人的行为模式

等理论假说无法在实验中得到验证，但这也不影响经济学实验的功能，因为经济理论可以把博

弈当事人的行为看作“似乎”是那样做的。相应地，普洛特强调，实验检验的是理论预期的结

果，而非理论假说本身，从而就不关注假设的真实性。既然如此，经济实验的理论意义又何在

呢？要知道，弗里德曼的“似乎”（as if）假说遭到大多数方法论专家的批判，甚至被萨缪尔森称

为“F-扭曲”。
②

不管如何，从科学范式以及范式转换的角度上说，“主流”和“非主流”本身并不需要刻意回

避，它存在于任何时代的学术之中；同时，“主流”范式也反映了任何时代的通行做法，体现在

大多数专业论文中。至于现代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化取向，只要跳出新古典经济学教材的框

架，就可以一览无遗。既然如此，国内一些经济学人为何一谈“主流”“非主流”而色变呢？窃以

为，这大体上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担心自己的研究被已经日益僵化的主流范式所牵累，

尤其是“主流”范式在遭受各种批判之际；另一方面，囿于“破窗谬误”而不能看到自己不愿意看

到的一面，乃至根本不承认他所持分析范式和理论原理之外的分析范式。正因如此，在国内经

济学界就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悖象：一方面，一些经济学人在推广他的观点和方法时，往往宣

称符合现代高级经济学的通行做法；另一方面，一旦其他人将此作为一种主流思潮加以批判性

审视时，又马上驳斥说这是“贴标签”的做法。譬如，杜宁华一方面遵循了实验经济学的主流取

向，认为“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实验所产生的交易数据回答自己的研究问题”“实验室里的市场也

完全以激励为导向，是真实的市场”；另一方面又承认“实验室里的市场又是特殊的市场”“有别

于现实中的市场”。因此，也必然犯了上述相同的错误。其实，杜宁华不妨自问一下：经济实验

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所作的实验是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需要指出，学术的真正进步根本上都是建立在对“主流”范式批判、反思和替换的基

础之上。从学术史也不难发现，主流学术往往具有这样两大特征：（1）现在的主流是以前的非

主流，当它还处于非主流地位时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前沿性，而在成为主流后却导致思想性迅

速消逝，而是日益强化形式和规范，进而蜕变成了一种教条而构成思想的禁锢；（2）主流和非
 

① 席勒是在塞勒鼓动下转向行为经济学研究的。

　　② 朱富强：《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假设特性及其问题：“假设的现实无关性”假说之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载

《科学思维：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对话和碰撞》，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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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往往是以从事人数的多寡区分的，能够提出真正洞见的思想者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少数的，

而从事常规工作的大多数人往往都是平庸者，他们所跟随和仿效的“主流”范式也就不可避免

地嵌入了庸俗性。事实上，真正的思想者一生都在追求与众不同的东西，从而往往一生都只是

少数派，从而也必然属于非主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

的。
①

确实，主流和非主流往往被视为正统和异端，这种区分也就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把自

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著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

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试问：在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有多少试图否证

已有的假说？有多少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要知道，塞勒的研究就遭受了长

时间的无视。

三、  经济学实验如何才能更具科学性

界定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和“非主流”后，我们就需要对现代经济学以及经济实验的科

学性作一分析，这里体现了笔者与杜宁华认知上的深刻分歧。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自

视为科学，理由在于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先建立假说，然后利用现实数据进行验证；当某

个理论通不过检验时就被放弃，然后进行改进或者换一个；这样，通过改进理论对现实世界的

解释，最终就致使经济学不断取得进步。问题在于，任何经济理论都不能轻易地被现实数据所

证实或者证伪，因为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隔着无法对应的条件。正因如此，经济学人很少会放

弃其曾接受的原有模型；相反，更常见的策略是，针对已有模型无法解释的特定现象或结构而

创造出一个新的模型，并且会宣称，新模型也是从原有分析框架或者基本原理中演绎出来的。

例如，田国强就区分两类经济理论：一是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并远离现实的基准理论，二是在

基准理论上纳入更多现实因素来考虑并致力于现实问题解决的现实理论。
②

相应地，杜宁华强

调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性有效实际上也就对应了这两类理论思维：它以“双盲”实验所夯实的

内部有效性作为基准，在此基础上通过纳入其他因素来进行外部有效性的检验。

然而，由于新模型的设计根本上是出于解释新经验和新现象的需要，因而也就无法用这个

现象来检验它。罗德里克就指出，“经济学中充满了结论互相矛盾的模型。但是，历史上被经济

学家彻底放弃、被经济学界视为明显错误的模型，是极少的。各种各样的模型，都有相当多的

学术研究声称能为之提供经验支持。但这些研究通常是脆弱的，常常被后来的经验分析所动摇

或推翻。因此，经济学家开发其偏好的模型时往往追逐时髦，或追逐人们对合理建模方式的品

鉴，而不以证据本身的变化为依据”；相应地，“经济学知识的积累不是垂直式的，以更好的模

型取代旧模型，而是水平式的，以更新的模型来解释以前未得到解释的社会现象。新模型并不

会真的取代旧模型。它们只是提供更适合于解释某些情况的一些新维度。”③

同时，由于受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经济学界形成了一股求新求变的强烈风潮，乃

至构造出一个个新颖却毫不相关乃至相互对立的模型，却都被视为是经济理论的发展。不可否

认，新模型往往有助于拓展经济学知识的边界，进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学的水平式扩展。但是，

这同时也意味着，生活世界中不存在某种等待发现的自然规律，而仅仅满足于试图解释和理解

社会的多种可能性。显然，这种理解的多样性就为号称科学的经济学带来了问题：哪种科学会
 

① 朱富强、王晓明：《如何理解现代经济学中的“主流”性：基于经济思想史的审视》，《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1期。

　　② 田国强：《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③ 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6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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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模型呢？
①

很大程度上，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等奖项的设立极大地壮

大了经济学的科学声誉以及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但试问，经济学理论果真取得了实质性发展

了吗？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解决了吗？现实情形似乎恰恰相反，求新求变

的风潮导致现代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理论功底越来越浅显；相应地，现代经济学

越来越难以全面地把控社会经济的整体，也无法深入到社会经济表象背后的实质。

科学主义的偏盛还导致实证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壮大。其理据是，既然科学是稳定的，从而

也就可以被验证。进而，在科学主义的支配下，实证主义思潮就逐渐渗入到经济学中；尤其是，

在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弗里德曼等人将一整套实证方法引入经济学中，努力将经济学

打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实证科学，这不仅使得经济学从定性探究快速转向了定量研究，而且还

形成了“假说—观察—分析—验证”的一整套研究方法。一般地，现代科学观有两大基石：（1）

还原主义，它把任何现象的复杂结构简化为可以实证的要素；（2）客观主义，它把可证实的经

验事实视为科学的标准。问题是，按照这一标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并不能称为真正

意义上的科学，因为它们所研究的对象是根本无法重复和还原的。
②

事实上，尽管自从新古典经济学确立起支配地位之后，主流经济学就一直以理论物理学与

现代生物学为榜样，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试图通过将经济思想的数理模型化

以及实证分析的客观化来发展成一门硬科学。那么，这种努力又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呢？现代经

济学变得更加科学了吗？哈耶克写道：“在大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

精神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

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作最新的

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然迅速破灭。”③
进而，即使在今天，

现代主流经济学现状也几乎完全证实了哈耶克的预测：经济理论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无论在

解释还是预测上似乎都远不如人意。

此外，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领域，实验方法和实验室的诞生被视为重要的科学革命；

相应地，到了20世纪80年代，实验方法开始拓展到社会科学，实验经济学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

兴起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模型比作实验，而实验往往又被视为可敬的科学活

动。为此，美国经济科学协会（the Economic Science Association）在1998年创办了刊物《实验经济

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在办刊单位和刊物名字之间就存在这样的联系：在主办者看来，

只有可以进行实验的学科才是一门科学，因而经济学必须走实验化的道路；同时，由于目前经

济学已经在做大量试验了，因而也就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问题是，经济学可以像自然科学那

样进行实验吗？通过实验来检验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又如何呢？

一般地，在自然科学的实验中，研究者往往根据假设的因果关系链而在实验室里构建一个

人造的环境，从而将实验涉及的物质与真实世界的环境相隔绝，进而也就可以将其他潜在的重

要因素隔离开来。譬如，为了研究重力与下降速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就构设了真空的实验环

境，从而避免空气等干扰。相应地，经济模型的创建者也采取类似的绝缘、隔离与特定化方法，

其差别仅仅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是有目的地操纵物理环境以实现严格关系所需的隔离，而经

济模型则是操纵其所使用的假设，通过构建思想环境来检验假设。
④

问题在于，任何社会经济
 

① 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73页。

　　② 朱富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基于科学划界标准来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③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④ Uskali Maki， Models are experiments， experiments are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2005， 12（2）: 30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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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都是由各种纷繁复杂的因素共同塑造，我们不仅无法真正地分离出那些原因和结果，进而

在行为实验中也无法隔离开那些扰乱因素；同时，也正因为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具有很大的不

确定性和环境依赖性，所做的相关实验结果往往也具有很大差异，而不能像物理学那样在同样

条件下再现相同的结果和效应，从而也就无从把握实验结论的内部有效性。

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不同时空下对同一主体的行为研究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

论，在同一时空下对不同主体的行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相差巨大。譬如，有的实验就表

明，所有全由男性组成的群体比全由女性组成的群体更具有合作性，
①

而另外的实验却相反。
②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与试验的受试者本身就是异质化的个体，同时，实验的其他条件往往也

存在很大差异，而这些都是无法通过实验条件控制而得以消除的，每一个经济实验都无法做到

真正的还原。更进一步地，任何现实世界中的个体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社会性，真实世界的经济

分析就需要将这种社会性纳入而形成对行为机理的判断，而不是总是在构设与社会绝缘下的

虚拟行为，否则这些在实验室里也许有效的东西在现实世界就是根本无效的。所以，罗德里克

说，当将实验室的结论应用于现实需求时就需要一定的推演，而合理的推演又需要明智的判

断，来考察其他的证据来源以及逻辑化的推理。
③

相应地，双盲实验下获得的只是缺乏亲社会

性的人的行为，永远无法从中推导出具有亲社会性的真实行为。

当然，杜宁华宣称实验控制从未将实验参加者的社会性抽象掉，因为经济实验的控制目的

是“能在实验环境中最大程度再现经济学理论中的结构性假设（如初始禀赋的分布、成本的结

构，等等），但实验设计中并不对实验参加者的行为进行假设（参加者是否能够充分有效处理

全部信息、是否逆向归纳，等等）”。这里就面临两大思考：第一，亲社会性根本上来自个体间的

互动以及由此建立的私人关系，这种互动往往是长期甚至是面对面的，但双盲实验在最大限度

上排除了这一点，难道这不是在努力舍像掉人的亲社会性？第二，确实，任何实验参与者都来

自人类社会，亲社会性已经内化在它的认识乃至偏好之中，从而也就无法为控制实验所完全排

除。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杜宁华给出的论据：Hoffman等人的研究结论表明“双盲”下

也出现明显的利他行为。其原因恰恰在于，经济实验不像物理实验那样能够完全控制干扰因

素，实验参与者内在的亲社会性是任何控制实验都无法排除的；同时，由于不同实验参与者的

亲社会性是不同的，这就产生出不同的实验结果，这充分体现在跨文化的经济实验中。

此外，由于主流的经济实验致力于构造与经济人假设所需条件相适应的“双盲”程序，结果

就潜含了明显的自我论证和同义反复；相应地，由于这种实验没有也无法检验真实的行为机

理，从而根本上就不是科学的检验。举个例子，阿德勒的心理学认为，人类行动受到某种自卑

感驱使。但是，波普尔认为，这种理论是不可证伪的，从而也就不是科学的。他举例说，当一个

小孩掉入了变幻莫测的河中，一个岸上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跳入河中救这个小孩，要么不

跳。显然，如果此人跳入河中，阿德勒学派就会说这个现象支持了他的理论，因为此人克服了

他的自卑感而不顾危险地跳入河中；同样，如果此人没有跳入河中，阿德勒学派也会说这个现

象恰恰支持了他的理论，因为此人想通过他有意志力泰然自若地留在岸上来证明他正在克服

自卑感。所以，查尔默斯说，这种理论“与所有类型的人类行为都是一致的，而这恰恰是因为，

 

①Brown-Kruse J and Hummels D， Gender effects in laboratory public goods contribution: Do individuals put their money where

their mouth i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3， ⅩⅫ: 255-267.

　　②Clifford N and Tinkler S，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in the provision of a public good，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4， ⅩⅩⅤ: 25-36.

　　③罗德里克：《经济学规则》，刘波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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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非告诉我们人类如何行动。”①
由此，经济实验要克服这种同义反复，也需要在程序设计和

环境控制上做出改进。

总之，实验程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实验的科学性。相应地，尽管实验经济学正成为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对经济学发展的实质影响迄今还非常有限。关于这一点，我们

可以回顾下查尔默斯指出的两点前瞻性认识。第一，“所有实验都假定，某些理论的正确性有助

于判断装置是否适当，以及仪器所显示的是否就是它们实际上应当显示的。不过预先假定的理

论绝不能与正在接受检验的理论是同一个理论；而且，似乎可以合理地假设，一个完善的实验

设计的先决条件就是：确保这些理论与正在接受检验的理论不是同一个理论。”否则，理论和实

验的关系就会陷入某种循环论证之中，进而导致对立理论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也就会持续进

行下去，这样，科学将无法通过诉诸实验结果来提供解决争论的办法。第二，“无论理论给一个

实验提供什么信息，一个实验的结果是由世界决定的而不是由理论决定的。”②
事实上，即使两

人所持的理论相同，但只要他们的实验设置不同，那么实验结果也将不同。显然，这正体现出

实验的真正要旨：需要参照世界来检验理论。

四、  如何认识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

杜宁华一再强调，“双盲”实验对条件的控制是为了验证理论的内部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再

通过其他实证手段逐步验证外部有效性。那么，我们就来审视一下：何为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

性和外部有效性？一般地，一个完美的科学的经济理论要满足两个有效性：（1）内部有效性，即

内在逻辑的一致性；（2）外部有效性，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
③

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一

个经济理论或经济学说能够完全满足这两大标准，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两方面往往也难以兼得。

那么，如何评估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呢？我们又如何促进经济理论的

不断进步呢？这里就两大检验手段作一剖析，并由此来探究评估经济理论的更为周全的方式。

首先，我们审视外部有效性检验，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为实证主义所强调。从科学理

论的发展史来看，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这两个检验并不是同步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往往

是某种猜想被经验事实证实之后，才寻求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检验；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

此，一些重大理论的出现几乎都是由现实问题所促生的，一些逻辑上完美的理论也往往因社会

条件的变动而抛弃。事实上，符合形式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仅仅体现了语言的要求，相反，经

验事实的“外在一致性”体现了现实世界的外化和理论世界的内化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显然，由

于理论是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本质特征的逻辑体系，从而需要在客观经验上对现

实进行反映，因而经验性检验就显得更为重要。为此，实证主义就强调基于数据计量结果作为

检验理论的主要依据。
④

然而，事实检验说起来占理，但做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①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3页。

　　② 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5页。

　　③ 尽管这里对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定义似乎与杜宁华存在不同，但主要只是在不同情境下的表述不同，而实质内

涵是相通的。杜宁华将内部有效性放在控制条件后来研究某一特定因素所造成的效果。这里潜含了两点含义：（1）只要将这些因

素控制了，同样的实验条件就应该得出相同的结果，否则根本就不可能作所谓的内部有效检验，这就像物理实验室检验一样；

（2）“双盲实验”的内部有效根本上是基于形式理性逻辑，因为其结果是在抽掉亲社会性的经济人假设上得出的，而经济人是一

种被符号化的原子人。问题在于，经济实验的对象是先天带有亲社会性的能动的人，从而必然无法获得物理实验那种内部有效

结果，这可以从同一实验程序在不同时空下的结果往往存在差异得到证明，这正是《博弈论专家的行为实验何以印证主流经济

学》一文强调要调整和改进实验思路的根本原因。

　　④ 朱富强：《数理逻辑的缺陷和经济直觉的意义：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学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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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是，任何理论都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都存在各种保护带。试问，在此种情

况下，又如何评估核心理论得到确切的证实和证伪？经济学理论尤其会面临这一困境：（1）社

会 经 济 现 象 本 身 受 诸 多 因 素 的 影 响 ， 这 些 因 素 不 可 能 都 包 含 在 经 济 理 论 的 假 设 条 件 之 中 ；

（2）任何量化检验都受到一定条件的约束，从而不能完全符合理论的假定要求。罗森伯格写

道：“多数经济学研究者认识到：（a）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是不可证伪的；（b）作为一个理论的科

学性检验标准，可证伪性是不可接受的。”①
更不要说，（1）大多数计量分析所基于的数据往往

非常片面，所选择的变量和函数关系具有明显的主观性；（2）计量分析过程也会受不同经济理

论的支配，以至于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以及同一理论的检验结果往往相差很大。正因如此，目

前那些基于计量分析对经济理论的证实和证伪往往并不可信。“理论与事实一致性”原则与其

说适用于社会科学，不如说它主要适用于自然科学；究其原因，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简单

地为一个或几个反例所推翻，最多可能借助“例外”的发生频度来衡量理论的可证实程度。

第二个原因是，任何理论都是不完全的，都没有也无法终结真理，都会遇到难以解释的社

会经济现象，从而也就无法经受严格的证实和证伪检验。事实上，如果按照严格的证实和证伪

主义原则，那么，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理论。科学发展史也表明，绝大多数社

会科学理论都是在质疑和批判中逐渐成长，它们一开始就遇到许多“事实”的证伪，经济学理论

尤其如此。科斯就写道：“如果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遵从弗里德曼选择理论的原则，那么，在一个

可能产生无法检验的悖论性结果的理论被检验之前，就找不到一个愿意相信它的经济学家。这

是我说的接受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将导致科学活动瘫痪的意思”；所幸的是，“经济学家，至少有

足够的经济学家，不会等到理论的预测被检验之后才做出他们的决定”，从这个角度上说，检验

理论的预测力在经济学家中“常常没发挥什么作用或只发挥了非常微小的作用”②
。

由此，孤立的事实检验不仅无法证实或证伪某个经济理论，而且也无法比较不同经济理论

的优劣。拉卡托斯写道：“没有单个的实验能在改变两个竞争的研究纲领的平衡状态中起决定

性的，更不用说是 ‘判决定的 ’作用”；而某些实验之所以根据事后的认识而被授予“判决性实

验”的尊称，主要是“这些实验可以成功地用一种研究纲领来说明，但是用另一种研究纲领就不

能如此成功地加以说明”③
。既然如此，我们又如何比较两个理论的优劣以及评估理论的进步性

呢？显然，这不能简单地依据它的预测力以及被证实性。波兰尼写道：“预测并非是科学命题的

惯有属性。开普勒定律和达尔文定律都没有预测什么。无论如何，成功的预言不能从根本上改

变科学命题的地位”④
。相反，这根本上要从理论的解释力着手，因为理论的直接作用就在于：

是否提高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能力。
⑤

那么，如何评判一个理论的解释力呢？这主要并不

是对一个个事实的解释，而在根本上体现为理论的逻辑严密性。

其次，我们审视内部有效性检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主要为布尔巴基主义所强调。布尔巴

基主义认为，经济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借助大胆假设与实验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得到完善和

证明，从而就只能求诸于内部逻辑的严密性。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理论具有充分的严密逻辑，

它自然就可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进而可以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变动进行有效预测，这实际上也
 

① 罗森伯格：《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地位如何》，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② 科斯：《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载《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

　　③ 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林夏水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34页。

　　④ 波兰尼：《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彭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41页。

　　⑤ 朱富强：《计量结果的基本特性及其实践价值》，《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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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奥卡姆剃刀的含义。科斯强调，“一个理论不像航空时间表或公共汽车时间表，我们不能仅

仅只对其预测的精确度感兴趣。一个理论也应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它通过使我们有能力组

织自己的思想，从而对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实有所帮助。面对一个能给我们预测但不能提高

我们对体系运行的洞察的理论，和一个能给我们这种洞察但预测很糟糕的理论，我宁愿选择后

者，而且我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会这么做。无疑，经济学家之所以这么选择，是因为他们相

信，这个理论最终能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①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无法基于单一或某些因素来准确预测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同

时，作为检验的“事实”与理论所依赖的条件之间总存在某种差异；因此，经济理论的进步就不

应该建立在一次性证实或证伪的基础之上，相反应该体现在能够为更多的反常事实提供一个

更一般性的系统解释。一般地，随着大量新事实的出现，原来通行的范式或纲领就会被不断修

正，或者原纲领“退化”标志着理论的进步。相应地，对一个经济理论的进步性评判就主要依据

这两个方面：逻辑的严谨性和问题的解决度。布罗姆利就指出：“如果一个人像许多经济学那

样，相信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预测，那么他就应当承认，经济解释作为做出预测的必要

条件，是经济学工作的核心。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还相信，经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问

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有价值的建议，那么他也同样必须承认，作为给出解决方案的必需条

件，解释是经济学工作的核心。”②

有鉴于此，弗里德曼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就对波普尔的证伪方法提出了修正和发展：并不

因为存在一个反例就否定该理论，而只有不适用于这个（类）现象时才抛弃它。在弗里德曼看

来，理论的应用需要确定一个相应的范围，如果排除任何一项关于理论应用范围的任何参考，

必然使得理论无法接受检验，因为每一个对理论的反驳都可能遇到是由于理论本身被错误的

运用，这都是缺乏范围限度的结果；因此，只有当该理论频繁地被证据所反驳以至于丧失其“一

般化”的价值而成为“特殊的”理论时才应该被抛弃，相反，该理论如果多次成功地避免了证据

的反驳，就可以大大提高其合理性。显然，正是通过弗里德曼对证伪主义的演绎，这就不仅为

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夯实了基础，而且也为库恩的科学范式以及解释共同体的形成

提供了思维来源。与此同时，由逻辑实证主义主导的经济学研究也带上了强烈的约定主义和工

具主义色彩，这导致绝大多数经济学人都关注经济理论的一致性检验。

问题是，任何学派的理论往往都具有自成逻辑的系统性，并在一定的引导假定下形成一种

解释共同体。那么，我们又如何对这些学派所依据的不同逻辑进行优劣比较呢？很大程度上，

不同逻辑关系本身是并列的，它们之间往往缺乏可通约性，从而根本无法进行比较和评判。就

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它所强调的内部有效性主要体现为形式逻辑的一致性，并且主要通过数

理运算来表达；但是，这种数理化发展往往会导致经济学理论脱离经验和实践，进而蜕化为象

牙塔里的文字游戏或者是基于符号的逻辑游戏。具体表现为：（1）它强调逻辑的严密性主要取

决于数学上的逻辑标准，而不在于其是否契合现实活动；（2）为了使其数学模型的结果能够套

入现实的诠释，还基于高度的“抽象”方法而建立了虚拟的经济个体。
③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

分析范式就是以非社会的、抽象的个体为出发点，具有意向性的人被假设为以稀缺性手段追求

既定目标的效用函数；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是与真实的对象打交道，而是把自己限定在
 

① 科斯：《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载《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茹玉骢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② 布罗姆利：《充分理由：能动的实用主义和经济制度的含义》，简练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③ 朱富强：《经济学能否仅被视为一套公理体系：兼论经济理论的基本诉求及其发展转向》，《江汉论坛》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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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想象的框架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显然，主流经济学的形式逻辑也深深地影响了主流的

经济实验程序，这充分体现在实验程序的设计和实验结果的解释上。杜宁华认为，“双盲设计”

等实验设计方法是为了通过恰当的控制实现内部有效性，而不是为了迎合“主流经济学”。但

是，这种内部有效性主要追求形式逻辑一致性，恰恰符合（尽量）排除了亲社会性的经济人行

为假设，难道这不恰恰是“迎合”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五、  如何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内部有效性

经济理论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内部有效性，这是笔者与杜宁华的共识。差异在于，我们如何

理解和评估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根本上，这需要辨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所依赖的内

在逻辑一致性之内涵。一般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依据的逻辑关系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后者

表现为物体的无目的运动，主要运用数理逻辑和形式推理关系；前者则嵌入了人类的意向性行

为，需要运用行为逻辑和辩证推理关系。这也意味着，数理逻辑用于工程学领域的分析具有很

强的严谨性，但将之用于分析具有能动性的人类行为以及相应社会经济现象时就不再严谨了。

究其原因，任何个体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社会性，从而不会像“棋牌上的棋子”那样任人摆布，也

不会像理性经济人一样遵行固定不变的最大化原理。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注重的数理

逻辑与实际的行为逻辑并不相符，由数理模型所获得的一般性结论往往只是公理性的逻辑游

戏，而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进而，要推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理论在解释力上的进步，就需

要对人类行为机理作深入的挖掘，需要广泛考虑各种影响人类行为的社会性因素。

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社会科学理论的内部有效性，与其说体现为形式逻辑，不如说主要

体现为实质逻辑；同时，这种实质逻辑不是体现为数学的推理和运算，而是体现为人类真实世

界中的思维和行为机理。事实上，在经济学领域，如果过度地使用数理模型进而发展出排除“例

外”的“一般性”理论，那么往往只会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使理论成为空泛而毫无实际操作

意义的东西，进而实质上丧失解释力。相应地，在评估和推进一个经济理论时，我们必须考虑：

（1）经济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对社会经济体系运行的理解，从而需要保障核心假设的

真实性；（2）为了获取相对真实的假设，就需要深入对事物本体的分析，而不是构造不可能存

在的逻辑世界。事实上，一个好的经济理论往往能够实现“上天”和“入地”的对接，“入地”是指

理论的外部有效性，“上天”则强调理论的内部有效性。好的经济学理论能够将内部有效性和外

部有效性结合起来，而这正体现在对“逻辑”的甄别和使用。

根本上，新理论之所以能够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就在于，它的认知体系更接近事物的内

在结构，从而能够给出更为科学的本体论认识。从这个角度上说，经济学理论更应该注重本体

的揭示而不是现象的解释，应该发掘社会经济现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统计关系。很大程度

上，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可归咎于现代经济学过分倚重基于数学推理的那种极其抽象的研究方

法：原子个体主义使之忽视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抽象演绎

主义使之热衷于推理的形式逻辑而缺乏人文性和历史感，静态均衡主义使之把复杂不确定的

市场想象成自动有效并打造人为的逻辑化市场，短视功能主义则使之把视野局限在表象层次

上而看不到内在结构等实质性关系。进而，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数理化趋势又使

得现代经济学研究日益形式化，以至对一些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都熟视无睹，这也是为什么现

代经济学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①

 

① 朱富强：《数理逻辑的缺陷和经济直觉的意义：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学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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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工程学内容，集中研究具有稳定的外在偏好并

作最大化选择的理性行为；相应地，它也就热衷于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在理论研究中采用在一

定约束下的正式数理模型，在应用研究中则以计量实证分析做补充。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也

就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模型的内部逻辑一致性上而非问题的实际解决上。这样，计量实证和数理

建模就被赋予现代科学方法的称号，因为它们都被视为具有“严密的”逻辑并得出“客观的”结

论，进而被纳入在统一的逻辑实证主义思维之下。同时，计量实证和数理建模都使用了越来越

复杂的数学工具，因而数学就成为界定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性标准。劳森就写道：“在一

名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理论就意味着模型，而模型就意味着经济思想必须使用数学形式来表

达……在越是高级的课程中，经济理论越是使用更多的数学模型加以阐释……因为所有的模

型都是不完全的……对简化的假定提出过多的质疑是不礼貌的表现……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

建立一个更好的模型，也就是更好的理论”。
①

然而，尽管主流经济学的常规范式依旧如日中天，但已有越来越多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开始

反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当前经济学的学术环境和学术使命所决定的。一方

面，在学术环境方面，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就指出，经济学“行业本身没有鼓励非正统思想，而

是质疑非正统观点的正当性。因此，非正统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关注研究方法，因为通过方

法，他们才能质疑主流经济学家既定的假设、范围与方法的正统性。超越方法来建立自身的分

析，并提供一个可行的竞争性研究计划，是几乎左右非主流集团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②
。另一

方面，在学术使命方面，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也指出，“在你开始研究解决问题之前，你必须决

定你将研究什么以及你将采取什么方法——你必须做方法上的决策。一旦你着手于一项研究，

你就会变得太潜心于此，以至于不能改变你的做法”，“要获得年轻经济学家对方法研究的支

持，没有告诫是做不到的：浅尝方法论是极端危险的做法。对方法的研究是会上瘾的；它哄骗

你去考虑你正在做什么，而不是怎样去做。方法上的问题被复杂因素所淹没，新的尝试者可能

会错过完全使他或她的见识失效的细微点。”③

不幸的是，对方法论的关注却往往会遭到主流经济学人的蔑视。时下经济学界就流传这样

的观点：只有那些思想和学说创见匮乏的人，才会转而研究所谓的方法论。门格尔在《经济学

方法论探索》中也写道：“最重大的科学成果都出自那些不怎么关心方法论的人士之手，而最

伟大的方法论专家反倒很少能够证明自己是某门学科中非常杰出的学者，尽管他们极其清晰

地阐述了这门学科的方法。”既然如此，门格尔为何又会专门探讨方法论呢？门格尔提出的理由

是，只有当错误的方法在学科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的时候，“方法论的探究才确实是对于学科

的发展来说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④
很大程度上，正是感到历史学派的方法思维已经严重阻

碍了对理论经济学的探索，门格尔掀起了一场方法论大战。相应地，尽管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

经济学同属于支持市场而反对政府干预的正统经济学阵营，但奥地利学派对占支配地位的新

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也提出激烈的批判。例如，奥地利学派学者沃恩就写道：“当奥地利学派经

济学家试图谈论有关规则的时候……人们便指责他们太过于专注于那些‘不过是些方法论’的

东西，而方法论普遍被认为是只有那些做不了真正的经济学研究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然

 

① Lawson T，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2003：6.

　　② 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③ 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④ 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索》，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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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你的方法论遭到那些主流规则的人所误解或不屑，你又如何能够做令人信服的经济分

析呢？”①

现代经济学大多在凯恩斯新古典分析框架下作细枝末节的逻辑推演和计量实证，并试图

以程式性的论文来获得新颖的见解乃至理论。但这果然行乎？熊彼特很早就指出，“即使在我们

这个时代，距离那种不消一页纸的短文就能像物理学上那样形成国际思想的日子，还远得很呢！”②

正因如此，我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某个观点或定理，而是要从哲学思维

入手剖析它的分析逻辑，要揭示它在方法上的缺陷，并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法，然后后继者才能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个替代理论。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取向中获得

认识。沃恩写道：“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著作就反映了这样的困境：一是有过多对主流经济

学进行批评的作品；二是不寻常地有太多关于方法论的作品。但这非但不会成为它的弱点，相

反，这是由奥地利传统特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从最起码的意义上讲，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

于当代经济学的方法、内容以及局限性做了全新的解释；从最深远的意义上说，它是对经济学

的一次激进的甚至是革命性的重建。”③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偏重于数理化的形式逻辑，现代

主流经济学也就陷入“我向思考”式分析逻辑和解释体系之中，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现实世界

的认知和分析。

由此，我们可以再次审视杜宁华所遵循的主流实验方式——通过因素控制尤其是“双盲”

设置来降低其他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而实现内部有效性。试问：把社会行为者打造成没有社

会性的动物人就可以实现内部有效性吗？实际上，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现代主流经

济学的理论和思维展开激烈的批判，这些批判尤其集中在方法论方面，因为主流经济学的一系

列原理和结论都是建立在它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框架之上。当然，这些非主流学者目前还只是少

数，但人数正在增多，尤其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在遭遇大规模经济危机之类的实践挑战之后。同

时，按照库恩的观点，真正合理的范式除了能够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以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

的其他竞争模式外，还必须具有开放性以使得许多问题能够留待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去解

决。由此观之，我们能够契合那些非主流的思维和方法，并由此对流行范式进行深刻的剖析和

扬弃，当然也就有利于经济学科的发展。

六、  尾论：如何通过实验促进经济理论进步

上述逻辑分析表明，经济理论的进步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对不断提升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

体现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上；同时，要打造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与其说模仿和照搬自然科

学的数理逻辑，不如说要探究人类真正的行为逻辑。事实上，通过放松实验的条件控制，行为

经济学家发现了一系列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人类行为特征。譬如，面对亏损而宁愿承受风

险的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fect），面对正收益而呈现风险厌恶的确定性效应（certainty effect），在

较小可能性事件中勇于冒险的“可能性效应”（possibility effect），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

难以忍受损失的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人们赋予其拥有物比其未拥有的同一物更高价值

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选择与定价中表现出的偏好不一致的偏好逆转效应（preference

reversal effect），不同情境下遵循不同行为模式的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人们偏好现状甚于
 

① 沃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朱全红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②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75页。

　　③ 沃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朱全红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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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备 选 方 案 的 “现 状 偏 见 ” （ present  bias） ， 决 策 时 给 予 最 初 信 息 过 多 重 视 的 锚 定 效 应

（anchoring effect），效用主要体现为真实体验而非抽象数字的体验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以及

以不同于经济学的数学运算方式进行记账的心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

经济理论进步的重要途径就是将这些一个个“孤立”发现条理化和系统化，进而将之嵌入

到 经 济 理 论 和 现 有 范 式 之 中 而 形 成 一 般 性 分 析 框 架 。 譬 如 ， 卡 尼 曼 等 人 提 出 的 情 境 理 论

（situational theory）就纳入了框架效应、非线性偏好、路径依赖、风险偏好、损失厌恶、现状偏见

以及体验效用等。当然，要真正能够将这些新发现有机地嵌入到经济学中，完善经济理论的内

在逻辑，提升经济理论的内部有效性，进而构建出一个既具有很强逻辑性又能揭示事物本体的

理论体系，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极高的学术要求：（1）要有系统的经济学知识；（2）要有广博的

其他知识结构；（3）要有深入的经验观察；（4）要有极高的悟性和思维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将

目前那些分离的知识以及对立的思维统筹以实现知识和思维的有机契合，才能从大量孤立的

经验事实中形成直觉并上升到理论层面，才能真正强化经济理论和学说体系的内部有效性。在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卡尼曼等人并非是经济学家，缺乏对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

因而他们的契合工作还只是一种初步尝试，并具有很强的局部性。

当然，需要指出，尽管很多效应和理论似乎是新近才为经济学所发现，但它们实际上早就

存在我们的经验认知以及其他学科之中，只不过是近来经由特定数据和模型的“逻辑化”和“客

观化”才为经济学所重视和接受。从科学进步史看，认知思维要比经验事实乃至数据资料重要

得多。试问，普通大众每天都在进行实践，又有多少人发现了理论？同样，绝大多数学者所面临

的事实都是相似的，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极不相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在于认知思维，而这

又建立在对前人积累的经验数据和相关知识进行契合的基础之上。譬如，如果牛顿没有对地球

物质的性质进行任何事先的调查，而是花费大量时间观察太阳系，记下它的各个星体的距离、

体积、周转时间、轴线倾斜度、轨道形状、摄动，等等，然后对这积累下来的大量观察结果进行

细心思考，那么他也许思考了一辈子也不能发现天体运行规律。
①

所以，米塞斯强调，“重要的

不是资料，而是处理资料的大脑。伽利略、牛顿、李嘉图、门格尔和弗洛伊德得出他们伟大发现

所用的资料是他们同时代每一个人和许多前几代人都拥有的。”②

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认识；否则，我们往往自以为

了解了事实，却已明显戴起了有色眼镜而不自知。在英国访学期间，一个实验经济学教授对笔

者说，做行为实验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控制实验条件，否则得到的数据是没有用的。笔者当时对

他说，任何实验和经验数据其实都是有用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能力解释它。这位教授随即

也认可这一点，只是认为很多东西迄今还无法获得清楚的解释。那么，如何才能进行逻辑清楚

的解释呢？关键是区分不同因素的影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是，通过对不同因

素的控制进行比较分析，这实际上就是穆勒很早就提出的比较研究方法。不管如何，这都意味

着，经济实验不应构设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情境，而是要在不同维度上去剖析现实因素。同时，

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建立新的模型或理论来解释新的现象，而在于发展更好的

模型或理论来取代以前的模型或理论。有鉴于此，经济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就体现在，逐渐将过

去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纳入理论体系的解释之中；进而，这就需要观察和模拟社会实践，通过

实验对这些实践进行细分以作更为深入的观察。
 

① 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

　　②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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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理论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发现现有理论无法解释新事实并揭示这些事实背后潜

伏的机制，而不在于宣传和解释现有理论，更不在于用构造的特定环境和数据来不断“证实”现

有理论；前者是促进经济理论不断进步的关键，后者则没有实质性理论意义。这一点在自然科

学领域也看得非常清楚，查尔默斯就写道：“按照否证主义者的说明，确证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它们的历史背景。如果一个确证是从对新颖的预见的检验中产生的，那么，该确证将

赋予一个理论某种高度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根据当时的背景知识来看，人们估计不可能做

出某个确证，那么该确证将是意义重大的。倘若确证是以前的结论，那么他们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该确证将是意义重大的。……例如，当赫兹发现第一束无线电波时，他确证了麦克斯韦的

理论。当我用我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时，我也确证了麦克斯韦的理论。在这两个事例中，逻辑

情境是相似的……然而，赫兹正是由于他所完成的确定而闻名于世，而在某种科学背景中，人

们对我的频繁确定却合情合理地不予理睬。当我用我的无线电收音机收听时，我只是在原地

踏步。”①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往往囿于特定的范式和框架进行分析和解释，从而也就看不到自

己不愿意和不能够看到的一面。事实上，常规科学的基本旨趣在于整理现状，而不在于革新或

推动学术进步，基于常规范式的研究往往趋于发现那些它期待发现的事情。问题是，真正的发

现都不会出现在事物运转正常之时，而更可能出现在事情不合常规之时。当然，这种发现需要

建立在大量反常的基础上，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观察，进而也就需要打开多元化的视界。同

时，即使发现了大量的反常现象，其他人往往也不会把它当回事，这里的关键是要揭示这种反

常背后的机制，进而将这种反常上升为一种理论认识，这也就是逻辑问题。从现实情形来看，

由于缺乏良好理论的解释，大量的反常现象都被视为没有任何意义的奇事而置之一旁。很大程

度上，这也是早期行为实验发现往往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正是由于知识结构的狭隘导致统筹思考能力的不足，大多数实验经济学

家更倾向于使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打造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需要的条件，从而进

行总体上属于“证实性”的实验工作，这也构成实验经济学的主流。譬如，普洛特和史密斯就强

调在实验经济学中应该设计简单情形，并强调简单性并非就是非真实性。问题是，通过简单情

形的实验果真可以如他们相信的那样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比较和评估吗？以前向归纳思维

和后向归纳思维为例，不同学者的实验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根本不同的，为什么呢？一般地，

那些印证后向推理思维的实验几乎都打造了“经济人”的情境：实验者是随机匿名且没有信息

沟通的。试想：如果受试者对其他互动者的信息一无所知，他又如何预期互动者的独特偏好和

行为从而进行前向推理呢？相反，一旦放松行为实验的信息条件，将陌生的互动者改为熟人或

朋友，或者引入受试者的收入、教育、宗教、职业等社会性特征，实验结果就与后向归纳推理呈

现明显的差异。同样，按照主流博弈论的观点，空口声明和廉价对话是无意义的，因为它对人

的自利行为没有约束力；但是，大量的实验表明，只要适当地引入一些信息交流，博弈结果往

往就会有明显的改观。正因为人的行为往往受到情境的影响，而“双盲”设置则构造了经济人的

行为环境，从而也就会“证实”主流经济学的相关论断，当然也就“迎合”了主流经济学。有鉴于

此，我们强调，要有效促进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成熟，相关经济实验的情境设置也应逐渐具体化

和现实化。

 

① 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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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ould Economic Experiments Be More Effective? A
Response to Mr. Du Ninghua’s Critique

Zhu Fuqiang
( Lingnan College, Sun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Summary: In view of the criticism of ‘forced distinction between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non-mainstream economic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non-
mainstream’  economics  exist  objectively  in  current  economic  academia,  and  mainstream

economics embodies the normal paradigm in modern economic analysis. This paradigm also has

affected economic experiments,  and ‘mainstream’ is  reflected in the basic ways and typical

procedures  adopted  by  most  economists  or  professors  in  economics  schools  when  doing

behavioral experiments. Obviously, this mainstream orientation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tends

to combine mathematical  logic  with economic experiment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simple

situation like ‘double blindness’. However, ‘double blind’ experiments ‘verify’ the theories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since they construct the social context fit for economic man. However, it

does not meet the scientific requirements because of strong tautology.

      At the same time, in view of the argument that ‘double blind design’ helps to achieve the

internal validit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quality and progress of economic theories mainly

depend on their explanatory ability, and the explanatory ability is rooted in the internal validity of

a theory. However, the internal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theories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natural science, and it reflects the reality of behavior logic rather than the consistency of formal

logic. No matter of this, the mainstream experimental economics has designed a ‘double blind’

program, in order to achieve internal validity through strict condition control, but what is pursued

and achieved by this internal validity is just the consistency of formal logic. Furthermore, the

‘double blind’ experiments try (as far as possible) to exclude the pro-sociality of actors, so as to

cater to, in essence,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man in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rough the above logic textual research in two aspects, we can clearly understand that to

promote economic experiments more effective, context settings should be gradually materialized

and  actualized  rather  than  stick  to  ‘double  blind’  experiments.  In  fact,  the  results  of  an

experimen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world rather than by a theory, and the results of the

same theory i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settings  would also be distinct,  so  the real  gist  of  an

experiment lies in that a theory is tested by reference to the world. Meanwhile, non-mainstream

experiments led by behavioral economists like Kahneman and Sall always relax conditional control

and also obtain a series of behavioral effects against mainstream economics; in this way, it can

methodize and systemize these ‘isolated’ findings by extraction and synthesis methods, and thus

form a more perfect cognitive system, helping to combi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ectiveness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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